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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十年来民间文学传承人研究回顾与思考

孙正国  梁玉涵

(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,湖北 武汉430079)

  摘 要:非遗传承人研究始终是非遗保护研究的重中之重。民间文学列为非遗十大门类之首,
其传承人研究在非遗传承人研究中具有代表性。民间文学传承人有着丰富而多样的文化身份(故
事家、民间歌手、仪式主持等),而且往往一身多任,兼为其他门类的传承人。1949年以来,以人民

大众的口头创作为关注对象,民间文学传承人研究得以突显。回顾七十年来的研究成果,民间文学

传承人研究大体经历了民间文学遗产传承人研究、非遗传承人研究和新时代系统性保护背景下的

传承人研究三个阶段。以21世纪初的非遗保护运动为节点,我国民间文学传承人研究形成了学术

视角的分野:20世纪中期至20世纪末,由传承人群体开始聚焦于个性化的非制度性传承人研究;

21世纪初期,转向国家非遗保护制度下的传承人研究。由此可知,制度因素是民间文学传承人研

究和其他门类非遗传承人研究的核心逻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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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一、问题的提出

非遗传承人保护是我国非遗保护的关键所在,

非遗传承人研究也成为学术史的关键领域。民间文

学是人民的口头文学,是我国人民世代传承的精神

传统和情感表达,因此,民间文学传承人研究,就是

对人民性精神传统的研究。党的二十大报告特别强

调,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,讲好中国故

事,传播好中国声音。[1]这是繁荣我国文化事业,增

强中华文明影响力的重要举措。讲好中国故事,不
仅要关注故事文本,更要重视讲故事的人。民间文

艺是中国故事的源泉。早在1942年,在延安文艺座

谈会上,毛泽东就指明了文艺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。

民歌、民间故事是民众萌芽状态的文艺,而群众在日

常生活中创造出的歌曲、美术、通讯文学等,均是值

得注意的文艺形式。“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

艺术原料的矿藏,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,是粗糙的东

西,但也是最生动、最丰富、最基本的东西,在这点上

说,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,它们是一切文学

艺术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。”[2]1950
年,郭沫若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

话中再次强调:“中国文学遗产中最基本、最生动、最
丰富的就是民间文艺,或是经过加工的民间文艺的

作品。”[3]郭沫若将民间文艺的收集者称为“捕风的

人”,虽然民歌如一阵风般不知起止,也不知其作者,

但民间文艺的演唱者、讲述者却是可以把握的。
自新中国成立以来,在群众路线的指引下,民间

文艺在中国愈发受到重视,其中对民间文学传承人

的关注也愈发明晰。纵观1949年至今的民间文学

传承人研究,可发现20世纪与21世纪的研究侧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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存在明显分野。20世纪的研究主要关注传承人个

案,经历了从文本逐步聚焦于传承人,以人为主体的

过程。而随着2003年联合国《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

公约》的颁布以及我国非遗保护运动的开展,21世

纪的民间文学传承人研究呈现出多学科视角下以非

遗保护为核心的研究和民间文学视角下以人为核心

的研究并存的发展格局,非遗制度观照下的传承人

研究成为这一时期的基本特征,从而体现出非遗保

护制度因素的关键意义。如何理解民间文学传承人

研究的时代变化,如何观察制度性因素对民间文学

传承人和非遗传承人研究的影响,成为学术史思考

的基本命题。

  二、新中国十七年:文学文本的收集整理

1950年3月29日,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,
以郭沫若为理事长,老舍、钟敬文为副理事长。50
年代,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致力于民间歌谣和民间

故事的采集和出版工作,并于1955年创办《民间文

学》杂志,这也成为80年代民间故事家研究的重要

园地。1958年4月,《人民日报》以云南省委宣传部

发布的《立即组织收集民歌》的通知为引,发表了题

为“大规模地收集全国民歌”的社论,全国范围内掀

起采风热潮。同年7月,中国民间文学工作者第一

次代表大会在京召开,会上提出民间文学事业的任

务是“全面收集,重点整理,大力推广,加强研究”,这
对全国的民间文学收集工作有着重要意义。“新中

国成立后的十七年时期,特别是1958年之后,中国

民间文艺研究会及其研究部以及地方分会,开始有

意识地强调按照‘忠实记录,慎重整理’的原则进行

有组织的科学的采集。”[4](P639)在此背景之下,民间

文学采集工作以区域为界有序展开,具体分为沿海

地区、西南中南少数民族地区、西部地区、东北三省

等[4](P643~655)。在收集整理民间文学的热潮影响下,
一大批神话、故事、史诗作品被发掘整理出来,如《格
萨尔》史诗建国后的第一个本子《格萨尔王传·贵德

分章本》于1953年被整理出来,《格萨尔》史诗的全

面收集工作于1958年展开[5]。此外,云南地区的少

数民族叙事长诗、东北地区的长白山传说收集等也

成果显著。与此同时,史诗歌手、故事讲述家等传承

人也得到了相应的重视。伴随着民间故事收集整理

活动的开展,我国开始关注民间故事讲述人[6]。

1963年,贾芝对建国十年来民间文学的发展进

行了总结。他特别指出,新中国成立以来,许多优秀

的民间艺人不断涌现出来。这些民间艺人的艺术修

养较高,他们是民族文化的保存者。在社会主义思

想的指导下,贾芝从无产阶级民间文学工作者的立

场出发,强调走群众路线,“忠实记录群众口头创作”
等民间文学研究方法[7]。五六十年代,我国民间文

学的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,对文学文本的收集、整理

是该阶段的工作重点。随着民间文学收集整理工作

的有序推进,民间文学传承人得到了相应的关注,但
还未被视为独立的研究对象,而是多作为文本的讲

述者、演唱者存在。

  三、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:从文学文本

到传承人

  1978年4月,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恢复工

作筹备组,以贾芝为组长,我国的民间文学事业由此

进入恢复时期。1979年1月,《民间文学》杂志恢复

出刊。下半年,全国少数民族民间歌手、民间诗人座

谈会以及第二次中国民间文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相继

召开,《民间文学》杂志刊登的内容渐渐丰富起来。

1980年,钟敬文在《民间文学(北京)》上发表《四年来

我国民间文学事业的恢复和发展》[8]一文,对我国民

间文学的恢复工作做出系统总结。1984年,中国民

间文艺研究会同文化部、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联合签

发《关于编辑出版<中国民间故事集成><中国歌谣集

成><中国谚语集成>的通知》,同时《中国民间文学集

成》总编委会成立,以周扬为总主编,从此,全国范围

内的民间文学普查采录工作开始了。“指导中国民间

文学田野工作的纲领性文件———《中国民间文学集成

工作手册》摆在广大民间文学工作者面前……第一次

以文件的形式提出了如何记录民间文学传承人。文

件还特别强调了民间文学传承人在整个集成工作中

的重要性。”[9]

可以说,80年代的民间文学研究工作以对民间

故事讲述家的发掘为重心。这一时期集中涌现出一

批类型丰富、能力出众的民间故事讲述家,一些故事

讲述活动格外盛行,故事蕴藏量特别丰富的故事村

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中。[10]“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逐

渐开展、民俗学理论方法的建设和实地调查技术的

推广,民间文艺学迎来了新的繁荣,民间故事讲述活

动的研究也迈出了新的一步。这一时期,中国故事

学首次把研究目光部分地从文本转向讲述主体、讲
述情境,首次把创造民间故事的个体———民间故事

讲述家纳入民间文学学科体系。”[11]虽然早在50年

代,民间文学传承人就已进入研究者的视野,但对故

·12·



  ① 参见《民间文学论坛》1991年第1期发表的颂民《城镇民间故事家———阮焕章》《冀中平原民间故事家———纪文道》、

袁学骏《民间故事家———靳景祥》、郑一民《年轻的传承型故事家———李宝才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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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家的专题研究却直到此时才出现。[12]

1985年,巫瑞书在《杰出的民间文学传承者》一
文中,强调民间艺术家在传承、传播民间文艺中的重

要作用,并指出民间艺人的主观能动性对民间文学

传承的重要影响。[13]在对民间文学传承人进行了总

体概述后,次年,巫瑞书以三位代表性少数民族故事

家为例,对其大致情状进行了勾勒,并得出了四个基

本结论:我国少数民族故事家分布广泛,我国少数民

族故事家传承关系、渠道多样,少数民族故事家多兼

任民间歌手,少数民族故事家有各自的特色或风

格。[14]巫瑞书的理论成果为民间文学传承人的研究

提供了基本的方向指引。1985~1986年,伴随着裴

永镇《故事家故事的搜集方法浅论》[15]、张紫晨《关
于民间故事讲述家的传承活动》[16]、贺嘉《加强对民

间故事讲述家的发掘和研究》[17]的发表,以及耿村、
伍家沟故事村的相继发现,一大批能力出众的民间

故事讲述家成为关注焦点,如湖北五峰的刘德培,山
东沂蒙的尹宝兰,朝鲜族故事家金德顺、车炳杰等,故
事讲述家的研究成果在这一时期如井喷般涌现出来。

1988年,刘守华率先对32位民间故事家做了

综合性考察和研究。他在巫瑞书的基础上,将当时

中国的知名故事讲述家扩充至141人。刘守华从家

族传承与社会传承、口头传承与书面传承、旧时代传

承与新时代传承三个方面出发,指出中国民间故事

中的社会传承性更加突出,传承过程体现出书面传

承与口头传承的密切结合,且新中国成立后,民间故

事传承活动由自发性向自觉性转化。[18]这一研究以

极为广阔的视角概括了中国故事讲述家的共性特

征,并将巫瑞书对民间艺人主观能动性的关注深化

为对民间故事传承活动自觉性的强调。次年,江帆

在对故事家谭振山进行研究时,同样对“自觉性”进
行了重点阐释。她指出,民间文化传人的自觉意识

使得民间故事基因熔铸为一种文化精神,不断渗透

进人们的思想意识之中。[19]

  四、20世纪80年代末至21世纪初:传承

人个案专题研究

  在学人们对民间文学传承人进行宏观共性研究

的同时,赵海洲以专文《民间故事讲述家的个性》[20]

对故事家个人特征、艺术个性进行了深度的探讨。

这实际上完成了从个案中抽象出共性,再从综合性

研究转向专门化研究的过程。赵海洲认为,故事讲

述家并不是只起传承作用的“继承人”,而是具备艺

术个性的艺术家,要做到这一点,就必须对集体性的

概念进行反思。民间文学历来关注集体性,而新中

国成立初期对集体则更为重视。在时代浪潮之下,
传承人的个性特征难免淹没于集体之中。赵海洲将

研究视角从传承人群体锁定到更为具体的传承人个

体,将民间文学传承人研究对人的重视提升到一个

新的高度。而他对集体性的反思,也对21世纪以来

民间文学作品版权问题的解决起到了指导作用。90
年代初,江帆意识到“近年来有关民间故事家学术研

究格局,一个令人注目的变化就是研究重心由讲述

人的‘故事’转向故事的‘讲述人’”[21]。而学者们在

将故事文本转向传承人主体后,又从泛化的传承人

群体这一集体概念出发,关注传承人个性,并对传承

人个人进行深入研究。“初始阶段,个案研究主要关

注个别故事家的讲述风格和特殊的传承 (如刘守华

《汉族杰出的民间故事家———评刘德培的口头语言

艺术》),但随着研究的深入,研究视角越来越转向故

事家的个性与传承人生活时空环境的关系(如《个人

历史、底层意识与性别的叙事———<金德顺故事集>
研究》),探寻故事家被打造出来的生活规律。”[12]

这种深化的研究不再仅仅从文学的角度对传承人进

行作家风格般的点评,而是综合运用人类学、社会

学、民俗学等学科知识,将人置于特定的社会背景、
文化语境之下,进行以人为核心,辐射家庭、社会、民
族等领域的全方位考察。

对民间文学传承人的深度研究多以传承人个案

为主,以传承人的成长经历为起点,拓展至时空环境

对人的影响与塑造及在该条件下所形成的传承人个

性特征。江帆在《民间文化的忠实传人———民间故事

家谭振山简论》中对谭振山的研究,便呈现出从传承

活动与传承线路到生活环境与文化氛围的递进层次,
这也是多数研究所共有的理论方法。进入90年代

后,对民间故事家的个案研究继续推进,并以作家群

的形式进行地域化的分别研究,传承人所处的生活与

文化环境成为格外受重视的研究因素。1991年,《民
间文学论坛》第1期设立“河北民间文化专辑”,对河

北地区的4位民间故事家进行了列传式评述①。这

·22·



第46卷 第3期 孙正国等:七十年来民间文学传承人研究回顾与思考  

些文章虽然篇幅较短,但对故事家的生平经历、传承

路线、讲述风格等方面均有介绍。这不仅是80年代

故事家个案研究的延续,也为日后对民间文学传承

人的集中关注、地域化研究起到了引领作用。
在理论研究方面,曲金良较为全面地关注传承

人的个人因素对民间文学变异的影响,并将其分为

两个层次:一是传承人根据个人兴趣、爱好、信仰、特
长等,有意识地对传承内容进行选择;二是传承人受

限于个人能力,如表达能力、理解能力、记忆能力等,
而对民间文学内容进行被动传承。[22]这为民间故事

家的实例研究提供了理论上的帮助,而后有关秦地

女[23]、刘德培[24]、孙家香[10]、曹衍玉[25]等杰出民间

故事家的个案研究相继出现。这些研究不仅对故事

家本人的生平活动、讲述风格等基本情况做了更加

翔实的记录,而且对故事讲述中的口头语言艺术、民
俗文化价值等进行了更为专业和深入的研究。如刘

守华从现代民间文艺学角度指出,孙家香作为一位

鄂西土家族女故事家,其独到之处便在于故事中鲜

明的女性文化特色、深厚的民俗文化根基,以及个人

创造性和艺术再创作的能力。

  五、21世纪以来非遗语境下的传承人研究

21世纪初,知识产权争端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

护成为民间文学研究的重要时代背景,我国有关民

间文学传承人的研究也随之呈现出新的面貌。我国

对于民间文学传承人的主体界定、权利约束等方面

的研究尚不成熟,而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民间文学的

重要性极速提升,民间文学领域知识产权问题频发,
非遗保护工作开展,都急需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体

系。因此,有关民间文学传承人主体类别、权利义务

等方面的讨论应运而生,民间文学传承人研究成为

融合法律、经济、文化等学科视角的综合性工作。20
世纪民间文学传承人研究经历了从文本逐步聚焦于

人的过程,21世纪,其对人的关注仍是一个值得深

化研究的重要议题。在非遗保护的时代语境之下,
这一时期的民间文学传承人研究也由此产生了多学

科视角和民间文艺视角双重线索。
(一)多学科视角下以制度建构为核心的研究

2002年发生的“郭颂”案成为中国十大知识产

权案件之一,文化部和国家版权局开始抓紧制定民

间文学艺术保护法[26]。从知识产权与法律问题出

发,中国学界展开了一场关于民间文艺作品版权问

题与法律保护途径的大讨论,并引发了对民间文学

传承人相关法律与文化制度的全方位再建构。

1.民间文学传承人的主体类别

关于民间文学艺术的版权问题,早在上个世纪

就有学者进行相关研究。21世纪初,随着知识产权

界重大事件的不断出现,以及国际、国内社会对非物

质文化遗产的抢救性保护,上个世纪的零星讨论形

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热潮,并持续至今。这场聚焦

于知识产权的讨论也引发了对民间文学传承人主体

类别、法律地位、权利义务、保护途径等方面的关注。

2003年,张革新在《知识产权》上发表的《民间文学

艺术作品权属问题探析》[27]一文,可视为这场大讨

论的开端。张革新将民间文学传承人划分为两类,
即个人或家庭、社会组织,而他对民间文学传承人主

体类别的划分也成为这场讨论中的焦点问题之一。
同年,梁志文在对民间文学传承人进行分类时,在个

人或家庭、社会组织外,新增第三类传承人类别,即
国家[26],个人、集体、国家的“三元论”观点由此成

型[28]。此后,学者对民间文学传承人主体类别的划

分也多从这三个层面出发,但其中仍争议不断。
部分学者指出,民间文艺具有集体参与的特征,

因此,传承主体在个人之外还必须强调集体。以田

野调查的经验为基础,刘秀峰、刘朝晖指出:“群体”
“团体”“个人”都是传承人概念的应有之义,但我国

在实践中将传承人的认定仅限于个体的“自然人”,
显得过于狭隘。[29]陈靖认为,我国传承人的认定以

个体作为文化遗产的传承主体,这使得个体化切割

了组织性。[30]综合域外传承人认定标准来看,日本、
韩国以对民间文学艺术的技术持有为核心要素,分
别形成了个人认定模式、集体认定模式、综合认定模

式,以及个人兼集体的传承人主体模式;而在我国,
无论实际持有文学艺术的人数多寡,代表性传承人

的认定只会从掌握技术的集体中选取最具有影响力

的个人[31],这对我国民间文艺作品原生品质的保存

并无益处。在民间文学作品的版权风波中,个人与

集体的矛盾作为传承人主体类别的争议重回大众视

野。杨勇胜认为,民间文学的传承人只能作为个人

而存在。[32]崔国斌同样对集体作者持否定态度,甚
至直接将民间文学的“集体性”概念视作一个伪

命题[33]。

2.民间文学传承人的权利义务

构建更为完善的非遗保护制度,急需对传承人

的权利与义务做出更明确的界定。张革新认为传承

人拥有作品的创作权、发表权、署名权、修改权[27]。
梁志文对其进行了补充,在传承人的权利中加入了

获得报酬权、获得国家资助权以及传授权[26]。这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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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内容是对民间文学传承人权利的基本概括。此

后,学者们也多以此为基础进行扩充。樊鸿雁在讨

论民间文学传承人权利的专门文章中,对民间文学

传承人六项基本权利的界定,便是对张革新、梁志文

观点的归纳与融合。[34]此后,潘翠云又补充“回归

权”为传承人的特有权利,她将其解释为“有关群体

对于在历史上,特别是殖民时期流落于群体之外的

民间文学艺术,应享有将其追回的回归权。这主要

是为保护发展中国家及发展落后的国家,也是与民

间 文 学 艺 术 作 品 保 护 起 因 呼 应 的 一 个 法 律 权

利”[35]。“回归权”在理论上具有合理性,但实践中

的可行性仍值得斟酌。
民间文学传承人的相关义务,学界的观点较为

统一,可基本归纳为:传承的义务、保护作品完整性

的义务、维护国家利益的义务、注明原生作品出处的

义务、行使著作财产权时缴纳一定费用的义务。[27]

传承人的权利与义务是相辅相成的,享受相关权利

则必须履行相应的义务,这一权利义务机制正经历

着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。早在2006年,刘锡诚便指

出:必须对传承人的权利是属于个人所有、家族所

有,还是团体或集体所有做出清晰的界定[36],对传

承人的义务也应按此标准分别讨论。但时至今日,
针对传承人权利、义务的分类研究仍较为少见,也未

形成系统的界定标准。实际上,关于民间文学传承

人的分类,始终是一个存在争议的话题,这些制度标

准仍需在实践中不断补充和完善。

3.民间文学传承人的保护途径

非遗保护工作以法律法规为支撑,学界对民间

文学传承人的保护也同样强调法律途径的重要性。
非遗传承人是非遗存续的关键,提高非遗传承人的

法律地位,以法律形式保护传承人权利,有助于提升

其保护传承非遗的积极性。[37]“法律是保护民间文

学艺术传承人最好的制度”[38],而针对如何利用法

律来保护民间文学传承人,学界达成了以下几点

共识。
第一,确定民间文学传承人的法律地位。“依法

明确民间文学艺术传承人的权利,是保存、保护、开
发及利用民间文学艺术的前提条件。”[39]在一般性

法律地位之外,刘娟妮特别指出,应将传承人引入民

间文学艺术侵权的诉讼机制并给予一定的诉讼地

位[40],这是解决民间文学领域诸多版权问题的有力

尝试。
第二,利用知识产权法、合同法等具体法律法

规。宋才发指出,民间文学艺术具有不同于既有知

识产权的特点,其中“有一部分是不可能用版权法保

护的,而用专利法或者技术秘密法去保护更为适

宜”[39]。在知识产权法之外,李磊在民间文学传承

人的保护中引入了合同法的内容[38]。
第三,加强非遗保护的行政管理体系建构。国

家相关部门应以制度形式保护民间文学传承人的权

益。许多学者也注意到了“非遗保护是属于整个社

会的公益活动,因此应由代表公众利益的政府承担。
统一和有效运转的行政管理体制是实现非遗法律保

护的重要因素”[37]。如国家有关职能部门应主动收

集整理相关文化遗产,并设立相应的登记制度,确定

民间文学艺术传承人目录,从而实现更有成效的

保护。[34]

(二)民间文艺视角下以人为核心的研究

在非遗运动开展前的几年时间里,我国学界对

民间文学传承人的研究仍延续了上世纪90年代的

做法,即聚焦于传承人主体的生平事迹、讲述风格,
关注生活环境对故事传承人发展的影响。2002年,
程秀莉发表《火塘文化、“掰人”习俗与民间故事家刘

德培的故事传承》[41]一文,通过田野调查与文献考

证的方法,深入探究了鄂西地区独具特色的火塘文

化、“掰人”习俗对故事家刘德培的故事传承活动的

深刻影响。非遗保护成为民间文学研究中不容忽视

的重要学科背景,而“寻找杰出传承人的工作是非物

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一个重点”[36],民间文学传

承人的研究也因此与非遗项目密切结合在一起。以

入选首批国家级非遗保护名录的“青林寺谜语”为
例,田莉莉率先对这一非遗项目的传承情况作了系

统考察,并指出谜语传承人有着惊人的记忆力,痴迷

谜语,善于思考,这是将传承人与普通人区别开来的

重要特质[42]。这一论点实则继承了上世纪学者们

对民间艺人主观能动性、自觉性的强调。
非遗传承人是特定领域中的佼佼者,除兴趣、能

力外,还有多重因素的辅助作用,才使得他们取得了

不同于普通人的突出成就。黄永林、韩成艳对民间

文学传承人的特征作了系统总结,包括兴趣、性格、
阅历、风格、影响、传承路径等方面,同时归纳了民间

文学重要传承人的发现与采录技巧[43],为田野作业

与研究工作提供了有效指导。此后,民间文学的田

野调查工作向着专业化推进,民间文学传承人的发

掘与研究材料颇丰且研究深度显著提升。同时,与
上世纪90年代对民间故事家的地域化研究类似,针
对民间文学非遗传承人的研究也呈现出民族化、地
域化倾向,如对裕固族、傈僳族、仡佬族、鄂伦春族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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少数民族非遗传承人的研究成果涌现,其中以对裕

固族的研究成果最为翔实。裕固族口头文学传承人

钟玉珍先后被陈宗振、钟敬文、安玉军等学者拜访,
并逐步进入大众视野。[44]而后,郎雯瑛更是对六位

裕固族民歌传承人进行了长期的专题调查[45]。与

其他民间文学传承不同的是,在裕固族口头文学传

承人中,女性是中坚力量[46],也因此出现了以女性

学理论为基础的相关研究[47]。此外,学者们明确指

出,裕固族口头文学存在着民族语言使用率降低,传
承人数量减少[48]等问题,这也是民间文学传承中的

共性问题。如在对满族民间故事[49]及对陕西紫阳

民歌的研究[50]中,学者们均指出当代非遗传承人断

代问题严重。
除传承人断代问题外,对故事传承人及传承场

域的保护仍然欠缺,且在民间文学传承人的认定过

程中,存在随意编撰传承线路、任意指定传承人以及

夸大传承人的讲述影响等问题。[51]为了解决这些问

题,实现对民间文学传承人的有效保护,学者们提出

了将已立项的成果编辑成册[52],建立完善的传承人

保护与培养机制[53],将语言列入非遗保护的单独项

目[54]等建议。这些保护措施大多从外部保护层面

切入,在非遗传承人的保护工作中,必须激发传承人

的内部主体力量。孙正国、熊浚《乡贤文化视角下非

遗传承人的多维谱系论》认为,非遗传承人可被视为

中华文化传统的乡贤主体,在道德、技能和制度的三

维谱系中发挥着文化引领功能。[55]促进非遗传承人

的保护,应认识到传承人在乡村文化传统和基层社

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,以文化担当和使命意识激发

传承人的内在力量。此外,非遗传承人口述志也成

为一个新的研究方向,应建立传承人精神档案,把握

非遗中的人文品格,还原为非遗传承的社会记忆并

建构地方性知识传统,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,使
其成为新时代语境下坚定非遗传承人文化担当,以
促进非遗传承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。[56]

  六、结语

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民间文学传承人研究的学

术史可知,以世纪之交国际性的非遗保护运动为节

点,我国民间文学传承人研究呈现出不同的面貌。
从新中国成立到21世纪初,传承人的主体力量愈发

成为研究重心。进入21世纪以后,学界对民间文学

传承人的研究呈现出两条研究路径并行的格局:从
法律、文艺、经济等综合性角度,建构起民间文学传

承人的保护制度;延续并深化上个世纪以田野调查

为基础,以传承人个人为核心的研究。不同研究路

径的配合构成了我国民间文学传承人研究的基本

情状。
然而,针对民间文学传承人的研究仍存在一些

不足。在抢救性发掘、保护非遗的背景下,学者们急

切地想要构拟出一套发掘、培养、保护、研究民间文

学传承人的制度体系,使得有关工作有据可依,但制

度的建设与完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,因此,有关讨论

争议颇多且难以达成共识。关于传承人的主体分

类,学者们说法不一,且在个人与集体的概念上存在

重大分歧。如何在个人性与集体性之间保持平衡,
如何对集体的概念进行再解释,仍是今天的民间文

学传承人研究值得思考的问题。而对制度建设的关

注与强调也使对人的研究呈现出弱化的趋势,21世

纪的民间文学传承人研究离不开非遗保护的背景,
但也不应受限于非遗项目的范围。无论何时,对人

的研究都具有独立的价值。时代、社会、族群、生活

环境、文化氛围等因素共同造就了杰出的民间文学

传承人,民间文学传承人的发展不应受制于非遗项

目的申报、保护,同样,民间文学传承人的个性也不

应隐没于群体与集体之中。每位传承人都有独一无

二的生活经历与发展路径,我们从不同的传承人中

归纳出民间文学传承人的共性特点,在理论上做出

总结后,也应回归于对独立的传承人的研究。过于

强调理论、制度、项目发展,而忽视人的价值,实则是

本末倒置。理论与制度研究,是民间文学传承人研

究的基石与保障,但只有对人的研究,才是其真正生

命力所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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